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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李宏图

    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历史的解释只是为了寻找到历史的

规律，或者历史的真实。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易斯所说，只要勤于耕耘，将会获得一个应然而坚实的客观

性。仔细探究，导致这样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具体、确

切的材料，才能进行解释，得出结论；二是自近代，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得了至高

无上的统治地位，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发现世界的客观真理。也

正是在这种本质论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的具体特性的结合中，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

发现材料，获得历史的真实，他们也因此而自鸣得意，俨然以历史规律的守卫者和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言者

以及引导者而自居。同样，一旦人们谈起历史学家，便总是赋与了他们认真严谨，承载着探讨人类兴衰和

历史规律重任的一种形象。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历史学界，一批历史学家在结构主义、后现代理

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促动下，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历史学的上述解

释模式和内含的这种目的论，开始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看成为仅是一种叙述。随着这些观点引入我

国，现在，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这一新认识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这一结

论后面的理论展开或者路径取向却所知不多。我们应该知道，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他们通过了多种不同

的理论路径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结论后面的论证远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本身

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变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历史学理论与我国的

历史解释资源相结合，走出我们自身特色的历史解释道路。  

    
    在改变历史学解释模式的多种路径中，语言对历史叙述的作用当是其重要的一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

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的

解释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

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

是解释者通过语言的一种"建构"。当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时，结论自然非常明朗：正

是语言配置和运用使历史学的解释无从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

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以往，我们总是把历史看成为是叙述一种事实，讲述一个已经发生与存在过的故事，但我们却没有仔

细探讨，在我们进行这种研究、展开叙述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发现"等主体的活动之

外，我们还需要使用语言的配置这样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讲述。一旦这样的活动展开，语言作为独立的

功能就自然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就使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写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着不同，历史的

结构和叙述具有了多样性，历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从前被看作为

真实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修辞战略"，历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实的陈述一样，"是语言的本质并

且有一套论述的规则"。  

    
    这种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还只是从历史学家--这个历史解释者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如果

我们转换一下研究的对象，从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历史材料--文本来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当历史学

家面对着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时，他如何处理这个文本，他能够对这个已经有着文本记载者所使用的语言而

带来的"意义"保持全部的相信？这里，自然引伸出历史记载者所使用的词语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来

作者所使用的词语。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一词语而不是另外的词语，他是如何定义这一词语的，以及如何将

这一词语具体化的；在当时多种词语并存，也许常常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能够成

为占居主导地位；是什么机制、什么动力使之形成了"话语霸权"。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的演变就

变成了语言的不断变化，以及围绕语言的编织而展开的过程。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形成了"谱
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和"解构"这样的谱系，在历史中发现延续，和更重要的"断裂"。  



    
    也许如果我们用思想史这样的个案就更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着

不同的语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其定义也许大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等。

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意义有所变化，不同的群体对相同的词语也会作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语言对

于意义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但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

义。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必须抓住那些"关键词"（Keyword）及其语

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

想，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需要。由此，思想史家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定义为探究和解释政治语言以

及在语言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连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达的范围内认同作者

的词语，去显示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何自动行使着规定作者想说和如何想说的功能。这样，思想家们所写

的思想原著不仅被看成是研究的文本，更是语言的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实现了对研究对

象的彻底转换。思想史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著作，而且更应该是思想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言

结构。  

    
    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这个主体和历史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客体来分析，都能够看到语言在历史叙述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学特性的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历史不再仅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的自我能

动。显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深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将过

去所忽视的内容提升到可以研究的范围，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能够取得大为不同的成果。总之，

它开辟了历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称之为历史研究

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实际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要在追寻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中，意义来自哪里，是

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材料与文本的语言之中，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

然，当代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转移到古代的中国的话，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历史学

家的语言运用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对语言运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让人赞叹。但问题

是，这样的历史学传统如何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使得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忘记了语言，忘记了语言与意

义的密切关连。与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的转向相比，也与我们的历史叙述传统相比，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

依然在追求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指导下，在历史事实的找寻中，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固定的语言模式，或

者说"话语霸权"。但历史给我们讽刺的是，这样恰恰遮蔽了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解释和意义的发现，阻碍

着历史学的发展。 

    
    "语言不断地产生意义"，面对着历史的文本，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创造"着知识和意义，而不是简单

地"发现"；这样，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次新的"再发明"（Reinvent）。面对着这

些新的论点，即使在西方历史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很多历史学家在"捍卫历史"的旗帜下对上述

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属于后现代历史学阵营的历史学家也坦陈后现代的历史学正"伫立在悬

崖边"。但是，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对历史的这种新的理解却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实践脚步。相

反，在经受着激烈的批评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现代史学则愈来愈蔚为浩荡。目前，对在仍然还处在"传
统"历史学解释模式的中国来说，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这样的激荡？  

    
    来源：思与文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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